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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空气悬浮颗粒物的理化性质是其他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空气颗粒物的成分组成、来源解析上。空气悬浮颗粒物主要由金属元素、有机化学成分和无机盐类等组成，城市交通、工业等各种源的排放是其主要来源，按照粒径大小不同一般可将其分为总悬浮颗粒物（TSP）、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颗粒物（PM2.5）等。空气悬浮颗粒物达到一定浓度后，会对环境和人体产生一定的危害，而且颗粒物粒径大小不同，来源和成分组成就有别，其产生的危害程度也不一样。文章从粒径大小、来源、成份以及三者间的相互关系等几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城市空气悬浮颗粒物的理化性质，并从其对人体、其他动植物和环境等方面造成的影响综述了空气颗粒物的健康效应及影响因素，最后又提出了今后的研究方向和发展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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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颗粒物污染是国内外许多城市空气的首要污染物，国内外许多城市空气颗粒物的浓度已超标[1-3]。空气悬浮颗粒物与人体健康的关系已成为世界各地环境、气象和医务工作者极为关注的前沿性课题，其中了解城市空气颗粒物的来源、成份以及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是首要工作。空气颗粒物的粒径分布、粒子来源和具体化学组成成份之间的关系复杂，不同粒径、来源和成分组成的的空气悬浮颗粒物，对人体健康等造成的危害程度也不同。
1  城市空气悬浮颗粒物的粒径分布、来源与成份解析
1.1  城市空气悬浮颗粒物的粒径或谱分布

空气颗粒物是悬浮在空气中微小固体和液体小滴的混合物，是雾、烟和空气尘埃的主要成分。颗粒物的物理化学特征包括颗粒物粒径分布、颗粒物来源及化学成分等。
空气颗粒物中直径大于100 µm的可以较快落到地面（通常叫降尘），直径小于100 µm的叫总悬浮颗粒物（TSP），其中直径小于10 µm的空气颗粒物又被国际标准化组织称为可吸入颗粒物（PM10），可以几小时甚至几年在空中飘浮。在可吸入颗粒物中，直径大于2.5 µm的被美国环保局称为可吸入粗颗粒物，直径小于2.5 µm的为细颗粒物（PM2.5），也有人[4]称之为可入肺颗粒物。TSP与PM10、PM10与PM2.5、PM2.5与PM1.0之间均呈线性相关[5]。
颗粒物的大小和形状决定颗粒最终进入人体的部位和对人体的危害程度，可吸入颗粒物按粒子大小沉积于呼吸道的不同部位，d>5 µm的颗粒物由于惯性力的作用可被鼻毛和呼吸道粘液排除，d<5 µm的尘埃能避开上呼吸道的保护组织而进入肺中，其中粒径为0.5~5 µm的可以沉积在细支气管中，并且经数小时后可由纤毛作用排除掉，而d<0.5 µm的可到达并滞留于肺泡中达数周、数月或数年，甚至可能进入血液通往全身[4]。但另有报道说d>5 µm的颗粒物由于惯性力的作用可被鼻毛和呼吸道粘液排除，d<0.5 µm的微粒由于气体的扩散作用被黏附于上呼吸道表面而随痰排出，只有直径在0.5~5 µm的粒子可以直接进入肺部[2]。

1.2  城市空气悬浮颗粒物的成分
颗粒物由许多成分组成，包括有机化学成分、盐类、金属以及一些过敏性物质（如花粉和霉菌孢子的片断）。
一般有机化学成分构成空气颗粒物总重量的10%~30%[2]，其中多环芳烃（PAH）是目前研究的重点之一，1983年根据14个国家测得的PAH环境浓度，提出了以苯并芘（Bap）作为PAH的代表，以空气中Bap浓度10 mg/m3作为空气是否被污染的界限[2]。无机化学成分主要是可溶性无机盐和其他元素类，具体成分和含量因不同城市而异。北京市4个地点11种园林植物叶面附着的大气颗粒物主要元素为C、O、K、Ca、Si、Al、Mg、Na、Fe、S、C1，主要矿物为石英、方解石等[6]；加利福尼亚空气颗粒物有Li、S、Ka等21种元素[7]，澳大利亚东部港市布里斯班空气颗粒物中有Al、Si、S等20多种成分[8]。

空气颗粒物的组成成分之间往往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Chan Y C等[8]经过对澳大利亚布里斯班颗粒物成分的研究，得出了各种成分之间的简单关系：地壳物质=1.16（1.90Al+2.15Si+1.41Ca+ 1.67Ti+2.09Fe）；海洋盐=2.54可溶性Na；次生硫酸铵=1.375可溶性硫酸盐=4.125S；有机S=有机C÷0.6386；烟=K-0.6Fe。

1.3  城市空气悬浮颗粒物的来源

空气颗粒物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形成：气体升华凝固形成气溶胶；由烟产生；示踪气体的化学反应；地球表层的机械分解；小颗粒凝固形成大颗粒。城市空气颗粒物来源主要有：工业燃料、城市建设、金属冶炼、交通排放、地面扬尘、生活排放、森林火灾以及污染气体的化学反应等。城市的扩张使交通车辆排放物污染加重，交通废气是城市地区最主要的大气污染来源[9]，如加利福尼亚和西班牙东部城区[10]、英国[11]、德国威斯特伐利亚鲁尔地区[12]等大多数城市中的空气颗粒物来源于当地交通排放物。不过，不同城市空气颗粒物的主要来源有别，如巴基斯坦两城市拉亚尔品第和拉合尔空气颗粒物主要来源于土壤[13]。其次，花粉也是空气颗粒物的来源之一，1000粒/m3粒径为30 µm的花粉能产生14 µg/m3的颗粒物[14]。另外，许多实例证明远距离运输也是城市空气颗粒物的重要来源[15]，特别是在沙尘暴事件发生时，远距离传输更加明显，如2001年和2002年亚洲沙尘暴事件以及2001年非洲尘埃事件分别对韩国7个城市[16]和台南PM2.5水平的影响[17]以及西班牙东部郊区颗粒物的贡献[10]，就是通过远距离传输的。研究发现，PAH（4）/PAH（5，6）是指示气溶胶来源的一个指标，PAH（4）/PAH（5，6）高时，说明沙尘暴发生后尘粒中PAH来源于远距离运输传播，比率较低时，说明当地排放物是气溶胶有机污染物的主要来源[18]。
来源不同的空气颗粒物其组成成份有别，特定源类和区域有特定的标识元素。交通燃油排放和车辆机械损伤是颗粒物许多成分的来源，2001年，安大略湖33% NOx、58% CO、18% VOC以及20% PM2.5来自交通车辆排放物[19]。对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市区1996—2002年的城市气溶胶成分分析知，含铅汽油的逐渐制约与禁用使空气颗粒物中Pb和Br的浓度下降[20]，这说明交通车辆燃料燃烧是Pb和Br的主要来源。此外，交通车辆润滑油释放钙和磷酸盐也较多，交通高峰期柴油颗粒物中元素碳和有机碳释放量也较高[21]。另外，公路交通车辆无石棉闸衬里的机械损伤能使PM10中Cu和Pb的浓度分别增加69%和66%，轮胎橡胶的磨损会使有机气溶胶增加15%，同时也是空气中Zn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20]。

不同成分的空气颗粒物主要来自于不同的污染源。地壳元素和亲石元素如Ca、Al、Mg、Na、Fe、Si和Ti等主要来自土壤、建筑、风沙、道路和工业飞灰，而易挥发的亲气元素如Sn、Cu、Zn、Pb多由人为排放[22]，Mn、Ni、Se、Br、S、Cl、K等元素既是土壤成分，也可来自燃料燃烧等人为污染，元素碳主要来自交通排放和燃烧过程[8]。在五种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金属元素（Pb、Gr、Ni、Po、Ti）中，Ni主要来源于柴油机动车废气，Pb主要来自汽车尾气和燃煤[2]。有机成分多来源于交通排放物和燃煤以及工业排放，有学者在沥青和燃煤的烟气、熏烤油脂类食物的烟气、摩托车的尾气和吸烟者吐出的烟气中以及火力发电厂的飞灰中都检出了硝基多环芳烃[2]；2004年对中国6个城市在沙尘暴季节PM2.5中10种PAH和7种脂肪酸的浓度作了分析，发现燃煤和交通排放物是城市地区PAH的主要来源，烹饪排放物是油酸和亚油酸的主要来源[18]；用化学成分平衡模型证明上海空气PM2.5中50%总有机碳来源于发动机排放物，15%来源于燃煤排放物[23]。除交通和燃煤排放物等人为活动外，树木等生物有机挥发物的释放及其化学反应也是空气颗粒物有机成分的来源之一[24]，且气溶胶的产量主要依赖于前体有机分子的种类、能够作为溶剂凝固有机分子的气溶胶含量、湿度和温度。
1.4  不同粒径城市空气悬浮颗粒物的来源、成份及其地域性
1.4.1  不同粒径空气颗粒物的主要来源
（1）粗颗粒

粗颗粒一般来源于机械过程，如道路灰尘、拆迁、农业、工业采矿、地壳尘粒等。对常州[22]、北京[25]、广州、武汉、兰州和重庆等几座城市研究发现，相对于细颗粒，粗颗粒物元素更多的来自沙尘等土壤因素。有学者在2000年冬季用Calpuff模拟系统和Modis数据对北京市空气颗粒物PM10的研究发现[26]，首都钢铁有限公司对PM10的贡献为46%，北京东南部工业区对PM10的贡献为18%，冬季全暖与燃煤有关的锅炉的贡献为31%，摩托车和道路交通灰尘的贡献分别为5%和13%，居民区取暖和饭馆贡献7%。
（2）细颗粒

细颗粒多由化学过程形成，多为气体挥发物以两种方式形成的次生颗粒，一种是气体简单蒸发后凝固变成相同化学组成的颗粒物，另一种是与SO2、VOC等其它气体反应形成不同化学组成的颗粒物。主要来源于森林火灾、居民区生活和农业燃烧、电厂和机动车燃油燃烧。在众多来源中，交通车辆排放物是细颗粒的首要来源，安大略湖[19]、多伦多、澳大利亚布里斯班[27]、孟加拉国首都达卡[15]等城市的研究均证明了这一点。另外，北京[25]和加利福尼州约塞米蒂国家公园[28]研究证明燃煤和木材烟雾对细颗粒的贡献也较粗颗粒大。此外，气体挥发物化学反应产生的次生盐也是细颗粒物的重要来源，夏季大烟雾山地PM2.5中30多种成分次生硫酸盐就占55%[29]。
1.4.2  不同粒径大小空气颗粒物的主要组成成分

（1）粗颗粒
多数研究发现，地壳元素类Al、Ca、Ti、Fe等主要存在于d>2.0 µm的粗粒子中[2]，Si、Mg、Mn等亲石元素在PM10中普遍低于TSP[22]，另外，Ge等也是TSP的常见元素。但对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空气颗粒物研究后发现金属元素与PM2.5和PM2.5～10呈正相关，而与粗颗粒PM10～100和粒径大于100 µm的颗粒物呈负相关[30]。此外，粗颗粒中也含有一定的CaNO3、NaNO3等盐类和有机物[8，10]。
（2）细颗粒
PM2.5等细颗粒物的组成成分主要包括有机成分、可溶性盐类和其他元素等。烷烃等有机物含量高的气溶胶粒子粒径一般都较小，多集中在细颗粒上[31]，其中55%~70%分布在粒径小于2 µm的范围内[2]。因此，细颗粒物组成成分中20%～80%是有机挥发物[9]。PM2.5另外一大部分组成成分是硫酸盐[9]和其他次生盐类，SANTIAGO J等研究了桉树、栎树等四种树木研磨成粉的生物燃料在燃烧时颗粒物的形成和释放，发现碱性硫酸盐和氯化物占细颗粒物的绝大部分[32]。
同一粒径空气颗粒物在不同地区的城市各种具体成分的含量分配有别。北京PM2.5中50%～60%以上是含碳组分和水溶性离子（NO3-、SO24-和NH4+），其中有机碳含量超过20%，总碳的含量约占30%[25]；南京PM2.5和PM10中有机碳占3.17％～14.13％，无机碳只占0.12％～0.47％[3]；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空气细颗粒物中元素碳占19%[9]。
2  城市空气悬浮颗粒物的健康危害

2.1  城市空气悬浮颗粒物对健康的影响
2.1.1  城市空气悬浮颗粒物对人体健康的负效应
城市空气悬浮颗粒物会产生许多空气污染事件，如20世纪50年代前后发生在比利时、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的5大空气污染事故，对环境和人体产生严重的健康危害和经济损失。有学者[33]运用基于流行病学的暴露反应功能，评价了上海市空气颗粒物对人体健康危害的经济损失可折合625.40百万美元，相当于上海市总产值的1.03%；北京仅由于尘污染每年损失3000～4600万个劳动日。长期暴露在空气颗粒物污染中会引发各种疾病：使肺功能衰退，引发咳嗽、哮喘、上呼吸道感染、呼吸困难、支气管炎、肺炎、肺气肿等各种呼吸道疾病；使心率和心跳发生不规则变化，引发冠状动脉疾病、心肌梗塞、心脏病等心血管疾病；改变免疫结构，增加重病及慢性病患者的死亡率，使患癌率增加。

据相关网站（http://lungaction.org/reports/ stateoftheair2004.html）报道，美国近0.5百万患有哮喘的成年人和1.5百万哮喘儿童居住在全年颗粒物污染不健康水平上，2百万患有支气管炎和近1/3肺气肿以及16.7百万患有心血管疾病的的人居住在全年颗粒物污染不健康水平上。20世纪90年代，对美国及世界城市社区居民短期健康效应研究发现，颗粒物污染短期增加与呼吸道疾病住院和急症率增加有关，同时也与因呼吸道疾病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率有关。1993年发表在《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的报道显示，美国东部6城市居民因长期受颗粒物污染而大大增加了早死（premature death）危险。两年后，另一组研究者利用美国肺癌协会的个人资料也得出相似的结论。至1996年，美国发表了2000多篇这方面的报告。近年来，空气颗粒物对人体健康负效应的科学证据越来越多，对颗粒物污染较严重的墨西哥和非常轻微的范库弗峰的尸体检验发现，墨西哥市民肺部纤维组织和肌肉水平较高，这是呼吸道细支气管中颗粒物积累的证据。美国健康部空气污染物医疗效益委员会用剂量—反应关系（D-R relationship）评价了颗粒物的医疗学效益，对平均年龄的人来说，PM10日平均浓度每增加10 µg/m3，医院呼吸道疾病就诊率增加0.8%,人口死亡率增加1.2%[34]，一些学者在阿拉巴马州[9]和英格兰中部[35]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其它学者的研究也证明了颗粒物污染和心血管疾病和呼吸道疾病密切相关[36]。
颗粒物对患有呼吸道和心血管疾病的人、老人（可能患有潜在的肺部等疾病）、小孩（活动量大、肺部还在发育、呼吸量相对于身体大小较大人多）、孕妇等人群的危害更重。具有呼吸道疾病和慢性障碍性肺病的人，对颗粒物的异常反应更明显，体内优质过氧化产品MDA含量较健康人更高[37]。孕妇长期暴露在高浓度空气污染物中，婴儿重量不够或者在子宫内生长延迟，或者出现早产甚至死亡[19]。JEDRYCHOWSKI W A等研究了环境污染和孕妇生育结果和婴儿健康的关系，发现吸烟的孕妇受PM2.5的危害更重[38]。婴儿暴露在高浓度空气颗粒物下，头部和身体尺寸发育不全[14]。儿童暴露在空气颗粒物中，更容易引发慢性咳嗽、支气管堵塞和哮喘等呼吸道疾病[39]，美国密歇根州污染较严重的底特律PM2.5使儿童哮喘发病率是整个洲平均水平的2倍多[40]。
2.1.2  城市空气悬浮颗粒物对其他动植物的危害
空气颗粒物对树木等植物的影响包括：

（1）叶面蒙尘，气孔阻力加大或气孔被堵塞, 阻碍了正常的气体交换和蒸腾散热作用；（2）含Ca的尘埃在水分存在时，易在植株的叶片、枝条以及花朵上形成一层外壳，阻碍了光合作用所需要的光线与CO2，其他生理过程如发芽、授粉、光吸收、光反射等也可能被破坏[14]；（3）颗粒物中的一些可溶性毒物或是大量可溶性盐分，与水作用后从气孔浸入叶组织，使细胞受害，发生类似“腐蚀”的情况，使植株形成坏死斑点和老茧组织，降低光合作用面积和光合作用速率。杨茂生等发现粉尘污染对侧柏生长状况、气孔导度、光合作用、蒸腾强度以及呼吸作用均有抑制作用[41]；（4）抑制了菌根的生长，使植物易受病原生物的侵染，甚至引起基因结构的长期变化[14]。
空气颗粒物对动物也有一定的危害，如鸡在颗粒物污染严重的空气中不易长大，蚕吃了颗粒物浓度较高的桑叶生长缓慢、产丝量也下降。

2.1.3  城市空气悬浮颗粒物对环境和建筑的影响

城市空气悬浮颗粒物既影响云雨的形成和气候的变化，又是降低城市大气能见度的主要因素[42-43]，同时还与城市热岛效应有关[44]。主要由于：（1）物体和环境之间失去了对比度；（2）由于大气细颗粒和气体污染物对光的吸收和散射减弱了光信号。颗粒物对能见度降低的程度取决于颗粒物的粒径和折射指数，当颗粒物粒径为0.1～1.0时，对光的散射最强[14]。
PM2.5还能随风远距离运输，沉降到地表或水，使湖和溪流变酸，改变湖水和大盆地的营养平衡，衰竭土壤营养，损伤敏感林地和农作物，影响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另外，颗粒物还能污染损伤石头和其他物质，包括有重要文化价值的雕塑和纪念碑等。
2.2  空气颗粒物对人体等健康效应的影响因素

首先，颗粒物危害健康的潜能与其粒径大小直接相关，大颗粒物虽能刺激眼睛、鼻子和咽喉，但诸多研究发现，相同体积的细颗粒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远比粗颗粒大[39]，大气颗粒物中粒径较小的颗粒所占比例越大，其危害越大。研究发现，暴露在细颗粒污染中1 h，有心脏病的人会发作，长期生活在高浓度细颗粒污染中的人，因心血管和肺癌死亡的危险增加，平均寿命缩短1～2 a；用小鼠等动物实验也证明粒径为0.02～0.03 µm的颗粒物会产生严重的中毒和刺激反应[45]。这是因为：①对相同体积的颗粒物来说，单位体积的细颗粒物颗粒数多。②细小颗粒更容易进入鼻孔、穿过气管、进入肺部甚至血液。BERICO M等曾在意大利中北部波洛尼亚城市，对不同粒径颗粒物在不同年龄肺部的沉降试验发现，颗粒物在肺部的沉降量是以PM1.0为高峰的抛物线[46]。③细颗粒物的比表面积大，所以它们吸附的重金属和有毒有害物质很多，同时也使这些有毒物质在肺中更容易溶解，与目标细胞相互作用的活性增加，毒性增大[39]。④大多数对人体有致癌和严重危害的物质分布在细颗粒当中，北京、重庆和上海的研究发现，70%~90%多环芳烃和亚硝胺等化合物分布在粒径d≤3.5 µm的颗粒物中[2]，在日本广岛市用干湿沉降也发现细颗粒中多环芳香烃较粗颗粒含量高[47]，前面不同粒径颗粒物成分中的诸多例子也证明了这一点。⑤细颗粒在空气中停留时间长，根据英国环境部门的研究，PM2.5在大气中停留的时间为7～30 d[9]，甚至可以通过长距离传播污染更远的地方。
其次，颗粒物的化学组成，特别是吸附在颗粒物表层的有害化学成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对人体健康和环境产生的负效应[39]，如多环芳烃、重金属等的存在和它们的浓度也决定了其毒性的大小。据研究，20世纪90年代，呼和浩特不同粒径空气颗粒物的11种多环芳烃中有六种是致癌物，其它几种虽本身不具致癌性, 但在空气中与硝基化合物反应可转变为致癌物[48]。另外，智利圣地亚哥市空气颗粒物中有甲酮、苯醌、乙醛等12中氧化多环芳香烃（oxy-PAH）[49]，这些物质也具有诱导有机体突变的致癌物质。北京儿科研究所对北京市246名1～6岁的儿童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68.7%的儿童血液中Pb浓度超过WHO标准，并认为儿童高血铅与空气中铅含量密切相关[25]。

再者，颗粒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与颗粒物浓度和暴露在其中的时间有关，在城市地区短期空气颗粒物浓度骤增对健康的危害较长期高浓度危害更大[14]，因为城市高浓度污染物在时间和空间上高度局地化。

另外，颗粒物对人体的医学效应与人的年龄有关，PM10日平均浓度每增加10 µg/m3，人口死亡率平均增加1.2%，其中65岁以下的人口死亡率增加0.5%，65岁以上增加1.8%[34]。而且，KIM C S等通过建立呼吸条件和沉降量之间的关系方程后发现[50]，即使成年人，颗粒物在其呼吸道中的总沉降量在各种不同呼吸条件下不同。
3  研究展望
城市空气颗粒物污染与居民健康的关系已成为社会各部门共同关注的话题，当前对空气颗粒物特性的研究也相对较多，但大多研究集中在分析颗粒物本身的来源和组成成分，而对其健康危害方面研究的不深入，而且与成分和来源相结合得不够紧密，这样不利于制定合理有效的控制措施。今后这方面的研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
（1）城市空气颗粒物影响人体健康的机理和临界值的确定。当前有关空气颗粒物的研究对成分和来源的研究多，而真正涉及到其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研究较少而且不够深入，只是了解到颗粒物能导致心血管等疾病，而具体哪些来源的颗粒物、哪些成分导致的疾病、具体各种成分危害健康的机理是什么、颗粒物含量达到多少后会对人体产生什么样程度的危害，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几乎没有，尤其在国内。今后应通过动物实验等手段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颗粒物危害人体健康的临界值的确定。
（2）控制空气颗粒物的输送和沉降机理。在空气颗粒物的来源中，除当地排放和“就地起尘”外，远距离传输是许多城市空气颗粒物的重要来源，特别是在沙尘暴事件发生时。中国气象局国家气象中心对北京空气颗粒物的沙尘暴源区、传输路径作了较为详细的研究，今后其他城市也应针对具体城市对其主要源区的空气颗粒物的输送机理做深入研究，以便为城市空气颗粒物的控制和治理对策提供依据。
（3）空气颗粒物对城市环境和人体健康影响的综合评价。城市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地区，人为活动对空气颗粒物的影响非常大，城市空气颗粒物污染、包括人为活动在内的各种颗粒物“源”、城市空气质量及人体健康之间的关系复杂。美国等许多国家制定了包括空气颗粒物在内的常见空气污染物标准（NAAQS）和各种清洁空气（clear air）条例，今后应建立一套多学科综合的相关风险评价方法，制定相应的评价指标，并考虑人为影响下空气颗粒物对城市空气环境质量影响的重要性程度。

（4）加强城市绿地和有机地表覆盖物（Mulch）对空气颗粒物的影响研究。加强城市空气颗粒物的治理是一项重大的生态工程，通过城市绿化植物来消减空气颗粒物无疑是一个有效途径。另外，近年来有机地表覆盖物也在美国等国家逐渐被应用于城市建设中，研究不同绿化树种、不同结构配置的城市绿地和不同地表有机物覆盖方式对空气颗粒物的影响，包括浓度的降减、成份的改变以及沉降方式的变化是今后有关城市空气颗粒物研究的重点。这样，可以针对具体城市空气颗粒物的主要来源和污染程度，通过硬化、绿化以及覆盖物建设，来改善城市环境和居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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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rborne suspended particulate matter (PM) is main contamination in urban area, and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human health.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character of airborne suspended particulate matter is theory basis of other related researches, and components and sources of airborne suspended particulate matter are mainly researched at present. Airborne suspended particulate matter is mostly composed of metal element, organic component and inorganic salt, and urban traffic and industry exhausts are its main sources. In general, airborne suspended particulate matter can be divided total suspended particle (TSP), inhalable particle (PM10), finer particle (PM2.5) et al. according to its diameter. Airborne suspended particulate matter will be harmful to environment and human health when its concentration is enough, and the harm is different with different diameters, sources and component. In this paper, Physical and chemical character of urban airborne suspended particulate matter was explicated from diameter, sources and composition of particulate matter. In addition, health effects and affecting factors of particulate matter to human, animals and plants and environment were summarized. In the end, research direction and development approach we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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